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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初，随着西方探险家深入亚洲腹地，开始疯狂的盗掘活动，
对我国汉晋时期纺织品的研究从此拉开了序幕。经过国内外学者近一个世纪的
努力，在出土纺织品的分析整理、纺织加工技术研究、染料及印染技术研究、图案
研究、产地及中西纺织技术交流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对相关
研究做一简要回顾。
关键词 中国 汉晋 纺织史 综述
中图分类号 N092∶ TS1-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441(2013)02-0213-12
自 20 世纪初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在我国河北怀安、山西阳高、甘肃武威、
内蒙古扎赉诺尔、河北满城、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北京大葆台、广州象岗山、江苏连云港、
山东日照、新疆楼兰、尼雅、营盘、山普拉、扎滚鲁克、罗布淖尔以及蒙古的诺因乌拉、西伯
利亚的奥格拉赫提、叙利亚的帕尔米拉、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等地先后出土了大量汉
晋时期的纺织品。这些纺织品的种类图案丰富，有些还带有丰富的异域文化信息，为这一
时期的纺织技术及中西纺织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
力，国内外学者在汉晋时期的纺织品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将从出土纺织品的
分析整理、纺织加工技术研究、染料及印染技术研究、图案研究、产地及中西纺织技术交流
研究等几个方面对相关研究做一简要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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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土纺织品的分析整理
20 世纪初，当斯文·赫定(Seven Hedin)、斯坦因(M． A． Stein)把从丝绸之路发掘的
纺织品带到西方以后，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它们的分析和研究。1920 年安德鲁斯(F．
Andrews)对斯坦因从中国西北地区带回的纺织品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1］。1928 年
斯坦因的《亚洲腹地》［2］中所涉及的纺织品内容基本上都是以安德鲁斯的研究为基础的，
这其中包括了大量从楼兰尼雅地区发掘出土的汉晋时期的纺织品。西尔凡(V． Sylwan)
对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和额济纳河一带发现的丝织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分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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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成果集中体现在 1949 年出版的《额济纳河和罗布淖尔出土的丝织物研究》［3］一书
中。法国里布(K． Riboud)对新德里国立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获汉代织物
进行了研究［4］，对 1959 年尼雅古墓和 1979 至 1980 年楼兰考古发现的纺织品进行了介
绍［5，6］。日本梅原末治对蒙古诺因乌拉出土的大量来自中国中原地区的时属公元前 1 世
纪到公元 1 世纪的丝织物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7］。俄国陆柏(Lubo-Lesnichenko)对
俄罗斯圣彼得堡爱米塔什博物馆所藏诺因乌拉和叙利亚帕尔米拉出土的汉代丝织品进行
了研究［8］。
国内对汉晋时期纺织品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 1959 年尼雅的第
一次考古发现之后，新疆博物馆的武敏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探讨［9］，这是中国学者对汉
晋纺织品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整理。此后，她又陆续发表了多篇论著［10 ～ 12］，介绍了更多
的标本，其中《新疆近年出土毛织品研究》［10］一文对新疆出土的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5 世
纪的毛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 14 件进行了介绍，将其分为栽绒织物、缂毛织物(文中称为
“缀织”)和含心纬二重织物三大类。1979 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13］依据 1959 年尼雅遗址
的考古发现，将东汉丝织品的种类主要定为锦、绮、绣三大类。1980 年贾应逸对 1959 年
尼雅发掘出土的毛织物进行了介绍，重点分析了菱形纹褐、彩色罽以及毛罗和栽绒地毯的
组织结构，并且根据文献记载，对古代毛织物的称谓进行了考证，同时对新疆的毛织技术
进行了初步的讨论［14］。
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新疆地区发现的汉晋时期纺织品的分析整理，李文瑛、王
博、王明芳、郑渤秋以及阿丽娅·托拉哈孜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李文瑛从组织结构、织造
技艺、图案以及文化交流等角度对营盘出土的丝、毛织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介
绍［15 ～ 17］。王博总结了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出土毛织物的组织结构、图案色彩、印染特征以
及毛织服饰情况［18］;对扎滚鲁克二号墓地出土的平纹毛布、斜纹毛布、毛罗、栽绒毛毯、毛
编织帽和棉布开襟长衣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介绍［19］;对扎滚鲁克出土的 11 件表面绘画的
毛纺织品进行了分析介绍，并且认为这种毛织品应是古文献中所提到的“缋罽”［20］。王
明芳对近年来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 3 至 6 世纪的织锦和刺绣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
究［21］。郑渤秋分析了山普拉出土的缂织毛绦和装饰有缂织毛绦的长裙 20 余件，对它们
的组织结构、图案风格进行了探讨，认为这批毛织物的主体反映的是汉晋时期于阗国的文
化特征［22］。阿丽娅·托拉哈孜则对山普拉墓地出土的铺垫毯进行了分类整理，根据新疆
地方语言的发音和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探讨了它们的来源，并对山普拉出土刺绣品的类
型、纹样、绣法、颜色等进行了介绍［23］。
对 1995 年尼雅遗址发掘出土的纺织品，日本切畑健和阪本和子做了一些分析工
作。切畑健对尼雅出土的“千秋宜子孙”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以及“王侯合昏千
秋万岁宜子孙”锦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均是经锦，图案创意也非常传统［24］。阪本和
子对几件比较重要的织物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以及
部分毛织物、绒毯等作了较为详细的技术分析，认为丝织物来自中国本土，而毛织物产
于当地［25］。
中原地区出土的纺织品研究主要由高汉玉、王予予以及各墓葬所在地的博物馆进行。
高汉玉主持了马王堆出土纺织品的研究，所获成果很有影响，集中体现在《长沙马王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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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26］一书中。王予予对汉代纺织品研究关注得比较多，对马王
堆、南越王墓、满城汉墓及大葆台汉墓的出土文物都有过分析，晚年对汉代纺织品的研究
提出过不少见解，内容涉及染色、织锦、纱罗以及印花等方面，其成果收集在赵丰编著的
《王予予与纺织考古》一书中［27 ～ 29］。
2 纺织加工技术研究
2. 1 纤维及其加工技术研究
对我国纺织纤维的系统研究始于对马王堆出土纺织品的研究。1980 年，以高汉玉为
首的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研究小组采用显微镜观察、差热分析、X射线衍射以及氨基酸含
量分析方法对出土的丝、麻纤维进行了鉴别研究［26］。在古代纺织纤维方面，日本的布目
顺郎较有影响。他分析了日本古代各个年代丝纤维的截面积变化情况及与之相对应的年
代丝织技术发展情况之间的关系［30］;提出了各个历史时期茧丝纤维的截面积和截面完整
度是不同的，但基本上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大，这主要是由养蚕技术进步所致［31］。
这些研究较深地揭示了古代丝纤维的内部性质以及古代丝织品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采用现代测试手段对出土纤维的种类、产地以及加工技术等问题进行研究逐
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贾应逸对新疆扎滚鲁克、山普拉出土的一批西周至东汉时期的
毛织品的品种及编织方法进行研究，应用扫描电镜分析羊毛纤维的形态、纤维类型、细度，
鉴定了羊毛品种，推断这些毛织物主要是用新疆羊的羊毛织制的［32］。郭丹华等人采用形
貌特征分析和红外光谱比对相结合的方法对新疆营盘出土的丝、毛、棉纤维进行了鉴别，
并进一步通过红外谱图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等方法对出土纺织纤维的老化状况进行了
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新疆营盘出土的汉晋时期的丝纤维主要有两种，分别为普通桑蚕丝
和野桑蚕丝，说明在新疆当地存在着不同来源的蚕丝品种，有些来自中原，有些为当地蚕
所吐的丝［33，34］。中国丝绸博物馆在对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蒙恰特佩出土纺织品的研
究中，也发现了两种形貌迥异的丝纤维，说明它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产地。这些成果说明丝
绸之路上蚕种及丝纤维加工技术的传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35］。
此外，曹秋玲对新疆考古发掘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系列棉纤维及制品进行了科学
鉴定［36］。王厉冰对山东日照海曲汉墓出土的漆纱丝纤维进行了检测鉴别［37］。
2. 2 织造技术研究
对汉晋时期纺织织造技术的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汉代素织机的复原及锦、绮、罗的织
造技术上。关于汉代素织机的复原研究，1962 年宋伯胤和黎忠义依据当时所知的六种汉
画像石上的织机图像，初步进行了汉代斜织机的复原尝试［38］。此后，夏鼐在此基础上进
行修改和完善，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复原方案［39］。20 世纪 80 年代，高汉玉和屠恒贤等提出
了不同的看法。高汉玉通过对出土汉画像石上纺织图释的研究，提出了将湖南湘西苗族
地区现存的卧机作为汉代织机原型的观点［40］。屠恒贤则根据江苏泗洪曹庄出土的汉画
像石资料，提出了汉代织机为中轴式织机的可能性［41］。此后，赵丰综合当时所知的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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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画像石资料和法国学者里布夫人收藏的汉代釉陶织机模型，提出了汉代踏板织机至少
有两大类的观点，其中一类为卧机，另一类为中轴式踏板斜织机，并成功复制了汉代的中
轴式斜织机［42］。
锦的织造技术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焦点。对于经锦的织造方法曾有各种各样的推
测，孙毓棠［43］、高汉玉［44］、以及德国的库恩(D． Kuhn)［45］等学者认为织造经锦的织机与
后来的束综提花机相同或者是原理相同。苏州丝绸博物馆、南京云锦研究所以及高田倭
男等都曾用有花楼的束综提花机试织过战国秦汉时期的经锦或其它织物，这就从某个角
度证实了束综提花机织经锦的可能性。但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这个观点受到了来自
多综多蹑织机的挑战。胡玉端等人在四川调查发现了丁桥织机，提出了将丁桥织机作为
汉代织锦机原型的观点［46，47］。屠恒贤［48］对这一论点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在丁桥织机上
试织了马山楚墓出土的舞人动物纹锦的部分，并获得了成功。此后，中国丝绸博物馆用多
综织机复制成功了新疆出土的“长葆子孙”锦和“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但由于在
复制过程中采用了人力辅助提综，多综式织机的可行性未能得到很好的证实［49，50］。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竹笼机和帘式低花本机的重要发现，对低
花本机的研究逐渐展开。最初将它与经锦联系在一起的是韩国学者沈莲玉，她在博士论
文［51］中，将这类织机作为楚汉时期提花机的类型之一，并提出马山楚墓出土的舞人动物
纹锦是由一种一人式无花楼束综花本机来制作的观点。之后，赵丰和他的学生刘辉、龙博
对低花本机做了较多的研究。赵丰结合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现存织机的考察，对我国古
代提花机的类型进行研究，认为低花本机可能是生产出土于两湖流域的战国到西汉时期
织物的一种重要机型［52］。刘辉从出土实物出发，对低花本机存在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
并进一步推测了汉晋经锦所使用的织机类型［53］。龙博则对战国秦汉时期的低花本机提
出了自己的一套复原方案［54］，可惜未能实施。
绒圈锦的制作方法及其与中国起绒织物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纺织技术研究的重点问
题。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是俄国的陆柏，他在研究蒙古诺因乌拉出土汉代纺织品
时注意到了其浮雕状的图案效果，认为可能产生的方法是将显花的经丝在图案处放松，与
纬丝织紧后则呈现出环状，但他的研究并没有说明是否使用假织纬［8］。国内对绒圈锦的
研究稍晚，1974 年，以高汉玉为首的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在整理马王堆出土纺织品时，发
现了这种特殊的织锦并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绒圈锦是一种由地纹经、
底经、绒圈经为一组组成的经显花起绒组织，绒圈经在局部专门与假织纬交织，织后抽去
假织纬形成绒圈。这种绒圈一般均越过数根纬丝后凸起，与后世的绒织物并不一样。此
外，他们还进一步推测了绒圈锦的上机装造工艺，认为采用的应是一种与束综提花机相类
似的织机织造［55］。
关于绒圈锦与中国起绒织物的关系问题，赵承泽认为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武威磨咀子
汉墓出土的绒圈锦是绒织物的一种［56］。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马王堆汉墓研究小组则认
为绒圈锦是中国起绒织物的源头［55］。但上述观点受到了质疑，包铭新指出，尽管绒圈锦
与后世的起绒织物有某些共同点，但有本质的差异，而且从两汉到明代，绒圈锦与漳缎之
间没有存在过任何过渡物，这是不合理的，因此认为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袭关系［57］。
这与国外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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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绮的织造技术的研究，法国学者维亚尔(G． Vial)与里布最早在研究敦煌出土的
唐代织物时提出了 2-2 织法［58］。后来，贝克(J． Becker)和瓦格纳(Donald B． Wagner)［59］
用此理论对中国汉代以前的绮织物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们是用同一方法进行织造的。这
种理论由德国的库恩介绍到中国来［45］，部分中国学者接受了这一看法，并进行了更为深
入的研究。徐国华［60］和袁宣萍［61］均对此作了一定的研究。赵丰通过对上至商、下到辽
的同类丝织品进行研究后，提出将这一方法进一步扩展为 G-G 织法，使这一理论基本得
到了承认［62］。
对于罗的织造技术研究，夏鼐涉及的较早，对四经绞素罗的穿综形式进行了讨论［39］。
之后，贝克和瓦格纳研究了提花的四经绞罗，并进行了复制［59］。近年来，罗群对罗的织造
技术进行了较多的研究，2008 年用两步开口方法复制成功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杯型
菱纹罗［63］，罗群还在总结多年复制经锦经验的基础上，对古代多综多蹑提花机的结构及
装造形式进行了推测［64，65］。
对毛织技术的研究，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西北地区大量毛织物的出土，国内
学者才开始有所涉及。武敏从毛纤维的纺织特点和民族学知识推测了原始毛织机的现存
状态以及唐以前毛纺织机的结构［66］。艾再孜·阿布都热西提介绍了与畜牧业和纺织业
相关的出土实物，其中有骨质制品、皮制品、纺织工具、毛织品等，从牲畜骨骼遗存推测当
时人们饲养的牲畜，提出毛纺织业存在的可能性［67］。于颖对汉晋时期的缂毛技术进行了
讨论［68］。
2. 3 编织技术研究
编织技术研究是纺织技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由于它在纺织加工中所占的
比重较小，所以一直以来研究的不多。王予予对满城汉墓出土的斜向绞编组带进行了研
究，提出了穿编法和绞转编法两种可能的编织操作方法［69］。赵丰将编织方法及相应的组
织分为斜编、绞编和环编［70］。金瑛兰对编织的结构、品种和技法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和
描述［71］。近年来，随着出土实物的增加，编织物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王厉冰用“穿套绞
转编织法”对海曲汉墓出土的漆纱带进行了模拟编织试验，并对漆纱冠的造型方法和工
艺程序进行了探讨［37］。刘辉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双层斜编技术［72］。于颖对山普拉出
土编织毛绦的斜编技术、绞编技术进行了研究［68］。
3 染料及印染技术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上海纺织研究院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纺织品进行了染料
分析［26］，运用 X射线衍射、薄层色谱分析、紫外光谱分析等方法对丝织品上的朱红色素、
蓝青色素、深红色素、黄色色素进行了测试判定，这是第一次对汉晋时期纺织品展开染料
研究，也是国内植物染料检测分析的最早探索。
之后一直到 2000 年，上海博物馆与新疆博物馆合作对山普拉出土毛织品上的蓝色染
料进行了分析研究，采用薄层色谱法、红外光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质谱及快原子轰击质
谱法测试分析出标本毛织物上蓝色染料的主要成分是靛蓝素［73］。
2001 年，上海博物馆又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合作，对一批西周至汉毛织品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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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染料进行了分析研究，经质谱(EIMS)、紫外可见吸收光谱(UV)、H 核磁共振谱(HN-
MR)、C核磁共振谱(CNMR)分析鉴定其主要成分是紫茜素，进而判断其来源于茜草属植
物［74］。随后，又对新疆扎滚鲁克和山普拉墓群出土的一批周至汉代的毛染织品的染色
工艺进行了研究，用能量色散 X射线荧光仪和色度仪对这批毛染织品分别进行了元素分
析和反射光谱的测定，结果表明，这批毛染品均使用植物染料染色，分别采用直接染色、媒
染染色、复染染色和套染染色，其中蓝色毛织品为直接染色、红色毛织品采用了媒染与复
染工艺、绿色毛织品由蓝色与黄色套染而成［75］。
刘剑［76］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联二极管阵列检测器(HPLC-DAD)和高效液相色谱联质
谱检测器(HPLC-MS)对新疆营盘出土纺织品的染料进行了测试鉴别。结果表明，红色样
品全部为茜草染色，蓝色样品全部为靛青染色，而黄色则可能是木樨草类的染料染色;木
樨草染料在魏晋时期没有出产，可能是从西方进口而来。此外，朱冰等人对四川永兴汉墓
出土染色绢分析，采用薄层色谱鉴别出茜素［77］。
关于这一时期印染技术的研究，王予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以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
印花敷彩纱和金银色印花纱为例，通过工艺分析和模拟试验探讨了文物标本的印花工艺
与花版的问题［78］;在分析马王堆出土实物的基础上，参照民间有关的传统染色工艺和文
献资料，对朱染技术进行了摹拟实验［79］;对骨螺染色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马王堆一号汉
墓出土的玫瑰紫地印花敷彩纱绵衣和大葆台汉墓出土的紫红色绢地绣片可能是由海中骨
螺分泌物所染的“贝紫”———尊称“帝王紫”所染，并进行了简单的实践试验［80］。
4 图案研究
关于出土汉晋时期纺织品的图案研究，赵丰将汉代丝织品上出现的云气动物纹按云
气类型的不同分为穗状云、山状云和涡状云三种，并构画了从西汉云气纹绣、到东汉云气
纹锦、穗状云动物纹直到山状云动物纹的发展系谱［81］。于志勇对楼兰尼雅地区出土的
40 余件汉晋文字织锦的图案风格及织纹进行了研究，认为文字锦出现于西汉晚期，流行
于东汉中后期至魏晋时期;将这段时期织锦的图案风格分为 3 大类:一是传统的云气瑞兽
动物纹样、羽人神仙纹样，最早出现可能在西汉晚期，二是几何纹、瑞禽植物纹，三是西域
等风格的创意纹样图案单元［82］。此外，于志勇还首先将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护
膊与同墓所出的另一件织有“讨南羌”铭文的残锦片相连缀，释其文为“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讨南羌”，并探讨了五星铭文与汉代五行思想的关系，考证了五星一语的来源［83］。
之后，赵丰根据这两件残片对“五星”锦进行了图案上的复原［84］。
这一时期出土毛织物上的西方母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1990 年，李吟屏对
山普拉出土的著名武士缂毛裤上的马人形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认为马人就是希腊、
罗马神话中的坎陀耳(Centaur) ，而武士人像与斯坦因在楼兰所发现的毛织品上的赫密士
头像极为相像，它们在山普拉地区的出现是犍陀罗文化对中国西北地区影响的结果［85］。
1997 年，阿丽娅·托拉哈孜对 1985 年扎滚鲁克出土的毛织物上的虎、骆驼、野猪、变体鱼
纹、涡旋纹、三角纹和水波纹等手绘纹样进行了梳理，并讨论了这些纹样在其它器物上的
装饰情况［86］。之后，她又对山普拉和扎滚鲁克两个墓地出土的部分毛绣织物进行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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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指出其图案造型具有北方草原风格，认为该类毛绣为土著文化范畴［87］。2001 年，在
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合作项目中，邦克(Emma C． Bunker)
对斯坦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阿贝格基金会收集到的山
普拉地区出土的毛织物的图案进行了讨论，指出其中某些动物母题与巴泽雷克地区出土
物的母题相似［88］。2011 年，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的张禾对山普拉出土人物栽绒毯的内
容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中两张内容基本相同的毯子主要描述的是印度婆罗门教神祇克利
希纳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并探讨了其历史渊源、年代以及在新疆出现的原因等
问题［89，90］。
关于营盘出土毛织物上的图案，吴研春对其中的人兽树纹罽和涡旋菱形花树纹罽的
图案构成、纹样特征以及母题出处和意义进行了讨论，指出其为古希腊神话故事范畴［91］。
钱伯泉最早介绍了其中的鹰蛇飞人罽，并认为其具有西亚和东欧的图案风格，应是一件西
方输入品［92］。
5 产地及中西纺织技术交流研究
对于出土魏晋时期纺织品的产地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从出土实物入手。
1985 年贾应逸较早地对新疆丝织技艺的特点包括用加 Z拈的丝线、平纹纬二重组织以及
粗糙的表观效果与简略的图案设计等进行了分析［93］。赵丰对新疆地产织锦进行了研究，
特别是将营盘出土的绵线锦绦、绵线平纹纬锦和吐鲁番出土的一组平纹纬锦明确地断为
新疆当地所产，并将其特点进行了归纳，指出纹样的纬向循环及经向不循环是其最为重要
的特点［94］。
另一方面是依据文献进行产地研究。1980 年，日本山本光朗讨论了中国古代西域的
毛织物，并对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五大古国的毛纺织生产情况进行了研究［95］。钱
伯泉根据织锦上的铭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王侯合昏”锦、“五星出东方”锦的年代及产
地进行了论述［96］。唐长孺依据出土文书对纺织品的产地进行了研究［97］。林梅村通过对
佉卢文文书中毛纺织材料的解读，推测缂毛织物是沿丝绸之路，从大秦传入［98］。
对这一时期中外纺织技术交流的研究，武敏提出毛织品上的纬二重平纹组织，并非西
域毛织圈所固有，而是中国传统经二重平纹组织的 90°回转，其渊源应从中国古代织物中
寻求。因为以蚕丝为原料，密度很大的重经织物最先出自中国，并通过西汉时的丝路西
传，在中国织锦史上的花纹意匠和纺织技术必然会随中国织锦传入西方，并对其纺织技术
产生影响，只是由于织品原料的特点和其传统纺织习惯，将中国的经显花经二重平纹的织
口从经向转移到纬向，变夹纬为夹经织成纬显花的纬二重平纹组织。夏鼐、赵丰等人也都
同意此观点［13，94］。此外，武敏还讨论了新疆出土的双层罽以及缂毛对中国纺织技术的
影响［99］。
对于汉唐之间织机及其提花技术的发展演变，赵丰做了较多的研究［94，100］，认为唐以
前的中国提花织物只有经向循环而无纬向循环，同时期西方(特别是指中亚西亚)的织物
有纬向循环而无经向循环。两种技术通过丝绸之路而交流，最后在初唐时期得以融合，形
成了新式的中国束综花楼提花机。在《经锦、平纹纬锦及斜纹纬锦———丝绸之路所见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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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品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文中，他又对平纹经锦、平纹纬锦及斜纹纬锦的出现及发展进行
了研究，探讨了中国织锦的演变过程［101］。此外，赵丰还专门研究了中亚体系的挑花和提
花技术，提出了中亚风格织锦的织机与提花思路［102］。
6 总结和思考
6. 1 以研究丝织物为主，较少开展棉、毛、麻织物的研究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对于出土汉晋时期纺织品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
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从整体来看，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丝织物，棉、麻织物因为组织
结构简单以及图案色彩比较单一，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曹秋玲在其博士论文中曾
对元代以前新疆出土的棉织物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对棉纤维及制品进行了科学鉴定，内
容涉及山普拉出土的棉捻金线以及尼雅、扎滚鲁克出土的汉晋时期的棉织品［36］，但由于
标本数量少，研究有限。对于这一时期棉纺织技术的研究偶尔也有学者提及，但多从文献
记载的角度考证新疆当地的植棉情况和棉纺织业情况，对于出土棉纺织品本身的研究很
少。对于麻织物的研究则一般只停留在原料品种的鉴别上。近年来随着新疆地区出土实
物的大量增加，人们对毛织物的关注逐渐增多，但至目前为止研究仍然有限。
6. 2 注重个案研究，缺乏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及系统性研究
现存研究多是针对某一墓葬进行，无论在织造、编织、刺绣还是印染技术等方面，都缺
乏系统研究。这样所得到的往往是就事论事的具体结论，对于整个汉晋纺织科技史的时
间、空间状态只能起到例证的作用。另一方面，汉晋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期之一，
这在很多出土纺织品上都有所表现，尤其是新疆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毛织品，很多都带有强
烈的异域文化色彩，结合技术史与艺术史，对这些纺织品进行系统研究，对于了解当时中、
西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6. 3 新材料的发现必将带来新的研究成果
尽管研究者对这一时期织造技术的研究和关注较多，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比如
传统经锦的织造技术、暗花织物的织造技术、绵线织锦的织造技术、以及双层组织毛织技
术、纺织提花技术的发展演变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近年来一些新材料的发现，
为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注入了新的元素，也必将带来新的研究成果。
6. 4 对出土纺织品进行科学的鉴定分析成为古代纺织品研究的重要方向
对出土纺织品进行定性分析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研究出土纺织品的主要方法。
1980 年代初，马王堆出土纺织品研究中现代测试手段的引入，揭开了国内古代纺织品定
量分析研究的序幕。从此，扫描电镜分析、红外光谱分析、X射线衍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等一系列现代科技手段逐渐应用于古代纺织品纤维、染料的研究领域。尤其是近年来，随
着现代测试技术的发展，对出土纺织品进行科学鉴定，利用科技手段深入挖掘它们所传达
的技术信息，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成为古代纺织品研究的重要方向。在这一方
面，目前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对汉晋时期的纺织品还是其它时期的古代纺
织品，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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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Studies on Textiles of the Han to Jin Dynasty
LIU Hui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CAS，Beijing 100190，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many explorers from the West flocked to Cen-
tral Asia to carry out excavations． It was around this time that studies on textiles of the Han to Jin dy-
nasties began． After nearly a century of hard work，scholar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areas of
weave structure，pattern，origins of weaving and dyeing techniques，technic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tc．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review of related studies．
Key words China，Han to Jin dynasties ，textile history，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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